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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政府预算①是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国家
年度集中性财政收支计划，对国家未来所实施的
政策、活动范围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政府预算在市场和国
家之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1]。 2020 年

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中国政府财政政策主导
的预算支出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财力
保证， 编制合理的政府预算保证国家有效应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政府预算对整个社会稳定
运行的作用不言而喻， 影响政府预算编制的因
素也有很多。 张海涛从政府预算制度的供求两
方面进行分析[3]；山雪艳则基于公共价值理论进

【摘 要】政府预算对于国家稳定运行尤为重要。自清朝末年起，
我国政府预算制度开始向西方国家现代预算制度过渡。 北洋时期既
承袭了清末的财政预算改革， 又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勇于进行制度
创新， 北洋政府所建立的财政预决算制度为我国财政预决算的近代
化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基于布迪厄理论，通过分析北洋政府预算的
编制与运作情况，探索不同时期政府预算编制过程中，国会、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政府预算编制和审议过程所产生的
影响。以分析多方参与者的互动为着眼点，为政府预算编制研究提供
了一种新的视角，不仅有助于理解政府预算编制过程中的实践问题，
也将政府预算研究推向了社会学领域，并首次提出，研究场域内多方
参与者的互动关系有助于理解政府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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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政府预算一般指国家预算，本文统一称为“政府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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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证研究，发现使命、政治和运作管理对政府
预算绩效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4]；姚东旻等使用
支出分权程度、 城市化率等指标对地方政府类
型进行划分， 并对地方政府的预算支出模式进
行归集[5]。

相较而言，北洋政府有其特殊性。辛亥革命
推翻封建帝制后， 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积极学
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试图以此挽救中国，而新
的政体意味着政府预算制度也开始向现代化转
型。时至今日，我国仍然提倡政府会计标准体系
应向英美两国借鉴[6]，足以证明民国初期思想之
革新。 北洋时期已经形成了与现代政府预算编
制类似的流程， 北洋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
措施对后续的预算管理制度也产生了深刻影
响。 但是，由于北洋时期政局持续动荡不安，国
会、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整个政府预算编制
过程中的关系错综复杂， 以致最终正式编制完
成的政府预算寥寥无几。 我们可以通过正确使
用现存北洋政府预算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7]，
从成功的政府预算编制案例中总结经验， 这些
经验对现代社会仍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基于布迪厄理论， 运用解释论方法探
讨北洋政府执政期间编制政府预算时各方参与
者———包括国会、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
互动关系。 按照时间顺序对北洋时期编制的政
府预算表册进行分析， 并对三方之间的关系进
行概括， 总结出北洋时期政府预算编制中的影
响因素。 虽然北洋时期政府预算编制往往因客
观环境不确定而存在滞后性，中央政府内部、中
央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为争夺大权而频繁爆发
冲突， 动荡的政局使最终通过审议并正式颁布
的预算案屈指可数， 但这一时期政府主动学习
西方的预算制度， 为预决算法律制度形成奠定
了基础[8]。 同时，国会始终按照法律授予的权力
主动督促政府编制预算， 在特定时期国会与中
央政府关系的缓和对促进政府预算的顺利编制
和审议发挥了积极作用。

现有文献大多根据政府预算编制流程或政

府预算编制日期对北洋政府的财政预算进行梳
理，本文基于布迪厄学派的视角，借鉴惯习、场
域和资本这几个概念， 创造性地探索北洋时期
政府预算编制主要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对政府预
算编制所产生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分析北洋时
期的不同阶段政府预算编制场域内的各方参与
者及纷争， 通过描述北洋时期政府预算编制过
程中呈现出的各种状态， 总结北洋时期政府预
算编制的影响因素， 就如何更好地编制政府预
算提出建议。

论文结构如下：首先，借鉴相关的布迪厄学
派概念以阐述核心理论结构。其次，将北洋时期
政府预算编制按照时间顺序划分为民国初年、
袁世凯统治时期和地方军阀统治时期三个阶
段， 依次分析北洋时期政府预算编制场域内三
方参与者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作用， 总结北洋时
期政府预算编制的整体情况， 提出良好的政府
预算编制所需要的影响因素。

二、政府预算与布迪厄理论

近年来， 对政府预算的大量关注凸显了其
重要性。 相关研究成果丰富，比如，应当对我国
的政府预算制度进行改革创新， 保证预算技术
先进、预算政治民主，在预算监督、法治约束等
方面不断完善， 并根据财政经济管理形势的发
展进行政府预算管理创新[9]-[11]。 本文所探究的
北洋时期的政府预算在当时已经成为国家财政
的重要组成部分，纵使政局动荡、财政困难，财
政预算仍能以柔性的方式嵌入国家财政的正常
运作之中[12]。 此外，历届国会都克服重重困难，
在督促政府交议预算和自我履行审议职责方面
起到了积极作用[13]。 由此可以发现，在民国初期
特殊的社会背景下， 政府预算编制所涉及的国
会、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三方主体在整个预算
编制过程中都存在互动关系， 这对政府预算编
制的过程和结果产生了深刻影响。

由此引出了一个问题： 在本文中如何理解
“场域”这个布迪厄学派的概念。 布迪厄对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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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是从主观经验以及构成这些经验的客观
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中产生的， 因此他的理论
适用于本文研究。在这个框架中，场域被定义为
相对自治的社会空间， 由创造并合法化的特定
实践和话语的客观阶层构成， 是独立于个人意
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 隐藏在各种
关系或结构中的是“利益”与“权力”的斗争，正
是这些“斗争” 构筑了各种场域结构（关系空
间），斗争的对象是“资本”。 关系或结构的性质
则取决于各种“资本”的性质与价值（如文化资
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等）。权力位
置、资本占有关系决定着场域结构，这种力量关
系的变化来自“利益争斗”。 由于“争斗”是无休
止的，所以场域是动态的，具有不断变化的、可
渗透的边界。 场域被理解为斗争的场所[14]，为了
获得各种形式的资本， 参与者在场域中相互博
弈，其中的资本包括显性资本和隐性资本，比如
声望资本能够在特定场域内使主体获得信任或
尊重。 确定何为场域，场域的界限在哪里，诸如
此类的问题都与确定何种资本在其中发挥作
用、 这种资本的效力界限又是什么之类的问题
有相同的答案。

参与者在某一场域中的地位取决于他们在
定义、 接触和获取资本的斗争中获得成功的能
力。在这里，资本是指在一个场域内被视为强大
或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资质或社会关系。布迪厄
提到的资本主要有四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
本、 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 每种类型的资本都
“以不同的‘货币’表现出来”……同时也具有不
同程度的流动性、可转换性和易磨损性[15]。 经济
资本一般包括货币和财产， 并作为其他形式资
本的支撑基础。文化资本是指文化授权的属性，
包括学历、一般文化意识、品味和审美偏好。 文
化资本不如经济资本稳定，因此不易管理。社会
资本是指拥有在特定领域内对社会网络产生一
定影响的人脉，并能获得他们的支持。象征资本
是指通过使用其他形式的资本获得的某一领域
内的行动者地位（如声望）的合法化或认可。 象

征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变相形式，它“掩盖了起源
于物质资本形式的事实”。 在同一个场域内，相
较象征资本低的代理人， 象征资本高的代理人
能够获得更多的信任或尊重。

场域内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象征性暴
力的影响———对个人施加的非物质限制性影
响———包括被剥夺获得资源、 权利或机会的渠
道，或被视为低人一等，等等。 象征性暴力通过
模糊约束、 伪装合法性及其背后支撑的权力关
系来创造秩序， 因此权威是象征性暴力的必要
前提。Madsen和 Dezalay将权威描述为“建构和
强加心理结构的力量，属于在社会和心理结构中
已制度化的认知和思维范畴， 因此其呈现为一
种事实，甚至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14]。 象征
性暴力或统治行为被场域内的参与者规范为场
域的内在方面。布迪厄将这一过程称为“认知错
误”或“形式遗忘”，社会行为体被卷入其中，并
由他们参与的场域游戏所产生。 使用游戏的隐
喻（以及市场等其他隐喻）来解释场域的运作，强
调了场域参与者关于定义和占有资本的竞争是
如何依赖于参与者“对游戏的感觉”或惯习[15]。

惯习是指一系列的态度、价值观和行为，从
而塑造了行为主体特定的行事方式。 Thomas[16]

描述了共同的内在化性情是如何在重视特定类
型资本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产生的。 惯习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或发展的， 是个人的生
活经历或文化历史的映射，因为个人经历了“对
生存条件的灌输， 包括社会化和正规教育”[17]。
布迪厄理论研究了惯习是如何深刻地内化，以
至于被我们称为“第二天性”，尽管这种天性是
持久的， 但它仍然能够适应不同场域的价值观
和需求，因此行为主体能够在场域内移动[18][19]。
尽管惯习常常被作为个体的一个方面来讨论，
但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群体之间的共同信仰，
例如组织或机构[20]。

惯习是“游戏信念、兴趣及其利害关系的持
续再生产”的核心。参与者在游戏中以这种方式
被“捕获”（称为“幻觉”），会倾向于与塑造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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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主导参与者共谋， 而不是挑战主导参与
者的指令。事实上，正是这种幻觉中的代理人共
谋（称为“共谋”）才是“使参与者相互竞争，并塑
造了游戏本身的竞争根源”，这种共谋促进了场
域的迭代复制。

尽管有共同的信念和过程（布迪厄称之为
“场域”），场域仍然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 这
种变化不仅发生在控制进入和参与场域的外部
边界，而且发生在场域内部，表现为各类资本的
控制权在游戏玩家之间的转变[21][22]。 这种不断
变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关于斗争的定位，即“保
卫该场域的既定秩序”。游戏中的每个主角都试
图从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角度对场域施加定义。
从这个意义上讲，场域游戏不是一种良性游戏，
而是一种持续的、竞争性的权力斗争。

三、北洋时期政府预算编制的
场域参与者及纷争

北洋政府成立后，决定效仿西方实行“立宪
政治”，此时我国的财政预算制度开始由封建的
中央集权制度转向分级预算， 预算编制由不规
范转向制度化[23]。 具体而言，辛亥革命成功后，
北洋政府在资产阶级探索救国之路的背景下应
运而生，由于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中央和地方均
迫切需要编制政府预算以挽救困局。 在这种背
景下，民国政府初创了财政机构。自 1913年起，
北洋政府就已正式编制了中央预算， 并在之后
不断完善财政预决算制度体系和整套流程，因
此北洋时期是中国财政预决算近代化进程中的
重要环节[24]。

北洋时期的政府预算编制一般包括以下步
骤：前期先确定政府预算案的起讫日期；编制过
程中由中央行政部门收集地方各省概算并加以
修订，使其成为预算案；预算案编制完成后提交
国会审议； 审议完成后该预算便正式具备法律
效力， 可由大总统下令颁布并于起讫日期内执
行。 政府预算编制过程所涉及的主体主要包括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后续审议过程所涉及的

主体则主要包括中央政府与国会。整个过程中，
地方政府编制概算的金额以及上交所需的时间
跨度都会影响后续政府预算的编制进度。 而国
会作为立法机关， 不仅可以催促中央政府下令
编制政府预算， 还负责政府预算的整个审议过
程。北洋时期将该审议过程划分为三读阶段，同
样要求审议政府预算需保证足够的时间。 虽然
北洋时期政府预算编制程序已经基本具备现代
社会的雏形， 但由于程序运行受到内外部各类
因素的影响， 场域内三方参与者为争夺象征资
本而导致政局持续动荡， 因此北洋政府的预算
编制一直未能满足前期编制和后续审议过程所
需的时间条件。

如上文所述， 政府预算编制的整个过程所
涉及的场域内参与者主要包括国会、 中央政府
（包括各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三者会因为争
夺权力和其他资本而在场域内开展斗争。 具体
来说，由于民国初期法律制度尚不完善，正式宪
法久未颁布，政府预算的议决权未能清晰划分，
导致中央政府与国会之间摩擦不断。此外，北洋
政府执政期间政局动荡， 国家政体受到手握重
权的人的意志影响， 经常在内阁制与总统制之
间变换。民国初年实行三权分立制度，袁世凯病
逝后，各派系地方军阀为争夺政权混战不断，因
此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斗争也一直存
在。根据布迪厄理论，场域内参与者会因追求自
身各类资本的增加而产生一系列的互动和摩
擦。 不止上述三方主要参与者在预算编制过程
中存在斗争和冲突，各参与者的下属部门之间，
例如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 也会因议员
所代表的党派利益不同而发生斗争； 在中央政
府行政部门中， 内阁总理与总统也会因派系不
同而争夺权力。

逐一分析北洋政府存续期间所编制的政府
预算表册，我们可以发现，在政府预算编制的流
程设计阶段、 预算编制的整体过程和预算编制
完成后的审议阶段， 均有三方参与者在场域内
斗争的迹象。 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依次介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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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预算编制过程中场域内各方参与者如何基于
自身拥有的资本试图进一步获取权威， 以及在
此过程中形成的何种惯习使场域内的斗争不断
更新。

（一）民国初年政府预算编制的参与者及
纷争

民国初年，法律制度尚未完善，这给政府预
算编制带来很大影响。 1912 年 1 月 2 日，南京
临时政府颁布《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
纲》，学习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任命临时参议
院为行使立法监督职能的主要机关[25]，预算体
系自然也要效仿英、法、美三国。然而，英、法、美
三国编制预算主要依据宪法。 虽然之后两个月
内正式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
简称“《临时约法》”）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宪法”
性质的根本大法，但其中只规定了参议院、临时
大总统等的权限， 并未针对财政政策等作出具
体规定，亦即此时北洋政府的宪法尚在筹议中，
会计法也未编订[26]。

法律制度欠缺，会计年度尚未确定，这就意
味着政府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准备并不充分。
政府预算编制的时间范围是一个财政周期（一
般是一年），照例政府预算编制的起讫日期应当
以会计年度为准，但参议院为了更好地施行《临
时约法》所赋予的监督政府提交预算的权力，想
将政府预算编制的起讫日期调整为国会会期。
1912 年年底，参议院的议员们就日期的确定展
开了激烈争执， 场域内各方的利益争斗使得参
议院未能就政府预算编制的起讫日期达成一
致。 之后临时政府编制的预算大多以月份为一
个周期， 此种情况直至第一届国会召开也未得
到改善。 1913 年 4 月第一届国会召开，国会催
促政府进行预算编制并提交审议的过程也不理
想。 此后由于战争频发，第一届国会直至 1916
年 8月才得以召开第二期常会，此时虽然《会计
法》早已颁布，但国会内部参议院和众议院再次
针对会期展开争论， 参众两院产生争执的原因
在于法律制度尚不完善， 各自的文化资本都以

现行的法律制度为基础， 因而产生场域内部的
冲突。

1912 年下半年，临时参议院将会计年度定
为“七月一日制”，即每年的 7 月 1 日至次年的
6 月 30 日为一个会计年度。 在正常情况下，中
央政府应当在年度（本文以下所称“年度”均指
“会计年度”）开始前的半年至一年时间里做好
编制预算的规划， 才能保证预算在年度开始前
编制完成。会计年度确定后，财政部便建议开始
编制政府预算。为保证预算编制时间的连续性，
中央政府于 1912 年 7 月下令， 同时编制 1913
年 1月至 6月的预算案和 1913年度预算案。截
至 1912 年 12 月底，1913 年 1 至 6 月预算案的
地方编制情况并不理想，直到 1913 年第一届国
会召开后，中央政府才于 6 月将 1913 年 1 月至
6 月的预算案提交至国会。 新成立的国会主要
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组成， 他们痛恨袁世凯当局
对议会政治虚情假意， 一心要捍卫资产阶级民
主共和制度； 以袁世凯为主的反动势力则不仅
欲限制地方支出以获取经济资本， 更想独揽大
权以获取政治资本， 国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立
场不同导致矛盾加深、相互斗争。 最后，国会直
接以过期且无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审议该项预算
案。 此外，由于革命刚结束，地方政府认为中央
政府成立不久，其象征资本尚且不足，因而在编
制概算时常常有意拖延， 在确定预算金额时也
会与中央政府发生争执。 这证明革命战争结束
不久，中央的权威尚未完全建立，地方政府仍保
有战时的武装力量， 因此敢于强势捍卫自身利
益，形成了保持地方独立性的惯习。 显然，此时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象征资本对场域内
前期的政府预算编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1913
年度预算的编制过程和编制结果也不乐观，虽
然 7 月下旬财政部完成了预算案的编制，8 月
初预算案被提交至国会，但时值二次革命爆发，
时局动荡，编制好的预算金额大多不再适用，而
且这些预算金额基本是在清末预算的基础上随
意增减后确定的，与实际需要严重不符，导致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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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编制失去意义。 因此，1913 年度预算案最终
也未能得到正式审议。

总的来说，在民国初年，法律制度是场域外
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为保障民主制度得以
施行，《临时约法》 赋予立法机关———国会以较
大的权力审议政府预算， 但是预算编制的起讫
日期难以确定，导致审议期时长不足，加上国会
与中央政府之间经常因立场不同爆发冲突，因
此该时期内编制的政府预算均未能得到正式审
议。其次，在场域外部，宏观环境虽然百废待兴，
但是中央政府新成立不久， 其象征资本并不充
分，因而地方政府敢于挑战其权威，中央政府希
望通过编制预算压缩地方各省支出的意图也未
能如愿。

（二）袁世凯统治时期政府预算编制的参与
者及纷争

二次革命被镇压后，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并
开始提升中央政府的强制力， 此时场域内袁世
凯所代表的中央政府的象征资本迅速扩大，他
不仅颁布新修订的《中华民国约法》，还通过权
力运作进一步将国会解散，改内阁制为总统制，
从此独揽大权。 袁世凯当局的强势对场域内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斗争产生了直接影
响， 法律和国家政体的双重变更使中央政府积
累了大量场域内的象征资本， 对地方政府的控
制力得到加强， 地方各省逐渐对中央权威产生
畏惧。之后，袁世凯当局依旧意图通过编制政府
预算加强对地方财政收支的控制。 1913 年 10
月，中央政府下令要求地方政府编制 1914 年度
预算，此次预算编制过程整体上较为顺利，主要
原因在于场域内的冲突因中央政府过于强势而
得以缓和。但由于当时国会被解散，新的立法机
构尚未成立，所以 1914年度的预算没有经过立
法机构审议，也未能得到正式颁布。

中央政府的强制力使北洋政府的预算编制
首次取得良好成果， 袁世凯当局所掌握的资本
使其形成了“专制”的惯习。 紧接着，1914 年 9
月， 中央政府又下令要求编制 1915 年度预算。

同样由于畏惧中央政府的权威，至 1915 年上半
年，大多数地方政府已将概算上报。然而袁世凯
当局却在 1915年 4月进行财政制度改革，将原
来的“七月一日制”会计年度改为“历年制”，并
于 1916年开始正式施行，这让预算编制的相关
人员感到措手不及。 按照新法，1916 年度的预
算起讫日期为 1916 年 1 月至 12 月，那么 1915
年和 1916年的预算都需要重新编制。这一举措
反映出中央政府过于强势所带来的弊端。 对一
个新成立不久的政府而言， 社会环境本就脆弱
不堪， 随意变更财政制度会增加各级单位的工
作量， 重新编制概算对地方政府而言无疑是雪
上加霜。

不过此时中央政府在场域内的强势是其他
场域参与者不可比拟的。 中央政府在下令调整
会计年度之后随即颁布指令称，1915 年度所剩
后半年的概算数可在 1914 年已呈报的概算数
基础上进行调整，亦即已经上报 1915 年度概算
的地方各省如无重大变更情况， 可直接将其作
为 1916年度概算，尚未上报的则按照新的会计
年度进行编制。不止政府预算的编制过程，其审
议过程也较为顺利， 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成立参
政院代替国会行使立法权， 并进行政府预算的
审议。参政院这位新加入场域的参与者，此时处
在中央政府的掌控下，是袁世凯当局的傀儡，既
没有争夺资本的想法， 也不会与中央政府发生
冲突。作为立法机构，参政院在中央政府的控制
下很快审议通过了建立在新会计年度基础上的
1916年度预算。

总体而言， 自 1913 年下半年起至 1915 年
间， 北洋政府所编制的政府预算在中央政府强
制力的作用下得以顺利完成， 场域内三方参与
者的势力发生了显著变化。 由于袁世凯当局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 并全
盘掌控参政院， 中央政府过于强势使其象征资
本不断增强。自这一阶段起，地方政府和国会开
始畏惧中央政府的权威， 逐渐形成了听命于中
央的惯习，因而场域内相对稳定，没有产生较大

基于布迪厄理论的预算编制研究：以北洋时期的政府预算为例

53



2022 年第 5 期

冲突。
（三）地方军阀统治时期政府预算编制的参

与者及纷争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封建帝制，

这一举动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 触碰到地方政
府的根本利益， 因此地方军阀开始讨伐北洋政
府，袁世凯遭受重重打击，于次年 6 月病逝。 之
后不久，《临时约法》和国会得以恢复，第一届国
会在两个月之后重新召开， 又将会计年度改回
“七月一日制”， 国会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再
次燃起。 此阶段场域内部斗争的起因主要还是
第一届国会与袁世凯政府积累的矛盾仍未得到
解决， 国会恢复象征资本后在场域内的影响力
上升，重新更改袁世凯订立的会计年度准则。但
是，这并没有带来积极影响，不但使 1917 年 1
月至 6月又成为空档期， 而且因为编制手续本
就繁杂， 会计年度骤然变更使政府预算编制的
工作量骤增，加上战争纷扰，地方政府军费支出
大增， 已编制完成的 1916年度预算不再适用，
概算呈报日期只能一再延后。此时，国会内部参
众两院却对政府预算编制的审议期该如何确定
再次展开争论， 中央政府则不赞同其投票决定
的会期召开时间， 但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象征性
资本大幅下降，国会对其意见未予理睬。 最终，
在 1916 年度政府预算编制完成之后， 直到
1917 年 2 月，中央政府才得以将预算案提交至
众议院， 前述会期与会计年度不匹配的弊端便
显现出来， 审议因过程漫长而且时局再度动荡
而终止。 等到秩序恢复时 1916 年已经结束，因
此 1916 年度新预算案最终也未能得到国会的
正式批准。

国会和中央政府在场域内的斗争使会计年
度在两种制度之间来回变更，导致 1917 年度预
算只包括 1917年下半年，该预算在编制完成后
于 1916年底提交，但在审议的一读阶段就遭到
否定被退回，之后于次年 4月一读通过，但提交
至国会进行审议后不久，国会再次被解散，最终
也不了了之。 由于时局持续动荡，1918 年度预

算的编制也十分坎坷。虽然于 1917年 7月开始
筹备，但由于中央各部人事变动，编制工作不断
被打断。在中央政府层面总理段祺瑞离开内阁，
在地方层面西南各省因战事频发不肯提交概
算，因此 1918年度预算未能编制完成。

1917 年政局动荡，地方军队首领与总统之
间为争夺权力资本进行了激烈斗争，与此同时，
中央政府内部的斗争也未停歇， 总理为了争夺
总统大权， 不惜拉拢各路政客。 在此特殊背景
下，安福国会在中央政府的操控下得以成立。安
福国会成立后依旧履行其督促政府编制预算的
职责， 中央政府也于 1919 年初要求各省编制
1919 年度概算，政府预算的编制过程整体上较
为顺利。相较于第一届国会，安福国会主动选择
配合会计年度确定国会会期， 为政府预算的编
制和审议奠定了良好基础，1919 年 12 月底，该
年度预算公布。 根据场域理论，1919 年度政府
预算编制之所以较为顺利， 主要原因在于：首
先，当年未爆发战事，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是预
算编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其次，安福国
会成立的特殊性使其乐意听命于中央政府，不
仅主动配合会计年度确定会期， 而且给予充足
的时间审议繁冗复杂的预算案。

此后，政局动荡再次加剧，地方军阀的权力
资本日益壮大。 1920 年 7 月，直系军阀控制北
京；8 月，总统不得不下令取消安福国会。 北洋
时期发挥实际作用的国会终止于此， 政府预算
编制至此告一段落。

综上，在地方军阀统治时期，场域内国会与
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再掀波澜， 国会再次变更
会计年度对于支离破碎的预算编制环境而言只
能是雪上加霜， 其间 1916 年度和 1917 年度的
政府预算都未能通过审议。 此阶段场域内地方
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斗争也达到了顶峰，最
直接的体现就是战争不断爆发。 战事纷扰导致
政府预算金额更加难以确定， 地方政府呈报概
算数的积极性也大幅降低，因而 1918 年度政府
预算未能如期编制。直到 1918年安福国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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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场域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公开对抗相
对减少，政局较为稳定，地方概算呈报情况较为
良好， 审议过程得以顺利开展，1919 年度预算
在当年 12月底公布。 但是在这之后，地方军阀
割据日益猖獗，皖系、直系和奉系三派军阀势力
逐渐扩大， 战争频发使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日益
恶化， 场域内三派地方政府参与者依次登上历
史舞台。由于被权力资本冲昏头脑，内部斗争无
法调和， 地方军阀未能完整地进行政府预算编
制，最终北洋时代落下帷幕。

四、布迪厄理论视角下北洋时期
政府预算编制总结

本文将北洋时期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在
布迪厄理论视角下分析发现， 在不同历史阶段
场域内三方参与者所拥有的象征资本对政府预
算编制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民国初年，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参议院
代行国会职责，有权督促政府编制预算，在《临
时约法》的规定下，立法机关强大到足以使行政
机关无法正常运作的程度[27]，因此场域内代行
国会权力的临时参议院拥有最高的象征资本，
中央政府的象征资本则较低， 此时中央政府能
够按照临时参议院的大致要求进行预算编制，
地方政府则因对中央政府颁布的预算编制政策
不满而在编制概算数时有意拖延。 自会计年度
确定为“七月一日制”以后，中央政府开始下令
同时进行 1913年 1 月至 6 月和 1913 年度预算
的编制。对于第一部预算也就是 1913年 1月至
6月的预算，结果是概算数未能呈报。 之后又恰
逢第一届国会选举， 临时参议院已经无法继续
履行审议职责，呈报过程再次被耽搁；而在审议
环节，国会出于反抗袁世凯当局的目的，直接将
该半年度预算案退回至中央政府。另外，第二部
预算也就是 1913 年度预算的编制也同样因地
方政府的拖延，直至 1913年 8 月初才得以提交
至国会进行审议，但此时二次革命已经爆发，外
部环境的剧烈变动导致已编制完成的概算数不

再适用；等再次完成编制，国会已经被袁世凯解
散，最终 1913年度预算案未能得到审议。

显然， 民国初年政府预算编制的整体情况
并不理想， 其间两部预算都在呈报过程中遇到
阻碍， 并且在最终编制完成后未能通过国会审
议。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
先， 场域外部环境对政府预算编制产生了重要
影响。 当时新政府成立不久，政局不稳，法律制
度亦不完善， 因此未能给政府预算编制工作提
供良好的客观环境。其次，由于场域内中央政府
的象征资本积累不足， 地方政府对于预算编制
前期需确定概算数的要求并不配合， 又因国会
的权力大到能够压制中央政府， 即便政府预算
编制已完成，也很难通过国会的审议。

二次革命的失败是三者在场域内的影响力
大小发生变化的首个转折点。 袁世凯当局有充
分的理由驱逐国民党，旋即又下令将国会解散，
至此场域内原本能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国会不复
存在。随着袁世凯的野心进一步扩大，场域内中
央政府的象征资本得到大幅提升， 地方政府因
自身的象征资本相对下降， 只能积极响应，将
1914 年度概算尽快呈报。 遗憾的是，此时国会
已被解散， 最终预算编制因未经立法机关审议
而未获正式颁布。 然而场域内中央政府的强势
举措并未停息，袁世凯操控成立参政院后，命其
代替原先的国会行使立法职能， 为以后编制的
政府预算能够正式通过立法机关审议做好铺
垫。 在中央下令编制 1915年度预算后，袁世凯
于 1915年 4月进行了会计制度改革———将“七
月一日制”改为“历年制”。此时中央政府的场域
影响力极大，地方政府仍然积极配合预算编制，
执行中央政府颁布的制度改革应对策略，1916
年度的政府预算很快由中央呈报给参政院进行
审议。由于参政院完全处于袁世凯的控制之下，
审议过程得以顺利进行， 预算案也在一个月之
后正式公布。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的 1913 年下半年至
1915 年间， 政府预算编制情况总体表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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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只有 1916 年度预算经过参政院审议并得
以正式公布， 但是其余两部预算也在编制完成
后交地方政府执行。 这一时期场域内三方参与
者之间的象征资本相互较量， 以袁世凯为核心
的中央政府影响力最大， 大权在握使袁世凯得
以强势控制地方政府及所谓的国会———参政
院，地方政府畏惧中央政府的权力，积极配合政
府编制概算数并呈报， 参政院作为审议机关同
样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因此 1916 年度政
府预算得以正式公布并推行。 这期间中央政府
的象征资本为北洋时期的政府预算编制带来了
较为积极的影响，由于中央权力集中，国家的政
局形势较为稳定，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没
有发生大型冲突，名义上的国会也能正常运作，
完成政府预算的审议， 政府预算编制的整体流
程得以顺利进行。

但中央权力过大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大权
在握的袁世凯在场域内逐步形成了专制的惯
习。 1915 年 12 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封建帝制，
此举导致各地军阀起兵反抗并引发了护国战
争， 起义的地方军阀在场域内的影响力逐渐上
升。袁世凯病逝后，北洋政府开始进入地方军阀
统治时期，中央政府的象征资本再次大幅降低。
因战争爆发，外部稳定的客观环境遭到破坏，大
多数地方政府都未能编制呈报 1917 年度预算。
虽然在袁世凯病逝后国会得以恢复， 但此时国
会的象征资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军阀的影
响，即使其在场域内能够再次与中央政府抗衡，
比如将会计年度重新修改为“七月一日制”，并
要求中央政府尽快提交政府预算， 但此时得到
的结果与袁世凯统治时期相比却大相径庭。 由
于地方军阀频繁发动战争， 不仅地方各省军费
支出骤增，迫使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编制 1916
年度预算和 1917年度预算，而且此时场域内并
不存在一个权力大到能够保证预算编制环境
稳定的参与者，因此这两部预算提交后，最终的
审议过程都因场域内参与者象征资本的波动而
中断。

至 1917年 11月， 由各地方军阀选派的参
议员准备成立新国会， 这一时期是地方军阀统
治较为稳定的一段时期， 主要是因为国务总理
由皖系地方军阀代表段祺瑞担任， 他掌握实权
后采取措施维持各派系军阀之间的关系， 地方
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得到短暂缓和。
1918 年， 在段祺瑞的暗中操作下，“安福系”议
员在新国会的选举中大获全胜， 安福国会走上
历史的舞台。 安福国会的性质与袁世凯成立的
参政院异曲同工，即表面上为立法机构，拥有立
法权，实际上却为中央政府所控制。安福国会成
立后， 场域内各派地方军阀虽然在暗地仍有冲
突，但公开对抗减少，场域内各方的象征资本趋
于稳定，1919 年 6 月，1919 年度预算由中央政
府呈报至国会进行审议，当年 12月经审议完成
并得到正式公布。地方军阀统治时期，各派系军
阀势力不断扩大， 在场域内的影响力也不断提
高， 但整体而言对政府预算编制的影响是消极
的。 除安福国会成立后的短期内正式审议通过
了 1919年度预算，其余年份均因战争频发而无
法开展政府预算编制工作。 由于场域内各派系
军阀均意图争夺中央行政大权， 导致中央政府
名存实亡。 这一时期地方军阀关系缓和，1919
年度政府预算得以顺利编制完成； 之后由于段
祺瑞无法调和皖系军阀内部以及皖系与直、奉
两系军阀之间的冲突，直皖战争、第一次和第二
次直奉战争相继爆发。 地方军阀割据猖獗与时
局持续动荡导致政府预算编制再也无法进行，
皖、直、奉三系军阀如同走马观花一般轮流执掌
中央大权后，北洋时期到此结束。

五、结论

本文借鉴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观， 梳理和阐
释了北洋政府预算编制的相关历史。 北洋政府
预算编制的过程涉及国会、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三方参与者， 它们在预算编制的过程中常于
场域内发生斗争， 在不同时期三方参与者所发
挥的作用也不断发生变换。 将布迪厄学派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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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应用于分析北洋政府预算编制过程， 我们更
加关注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民国初期的场
域是一个激烈的权力斗争和资本谈判的场所，
场域内各方参与者难以达成共识。 通过剖析斗
争的细节， 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威和资本在各方
参与者之间的平衡与转换， 我们对北洋政府预
算编制的发展有了一种动态的理解。

通常而言， 国会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应当
对政府预算的编制进行正常的审议， 地方政府
应当主动配合中央的预算编制工作， 然而北洋
时期的预算编制却体现出象征资本在场域中的
重要性———在预算编制过程中， 相对于制度资
本，象征资本才是关键。 首先，获得象征资本的
参与者拥有预算编制的决定权。其次，只有当象
征资本有明确所有者时，预算编制才得以推进。
再次，象征资本的易主由外生因素决定，内生因
素只能改变参与者拥有象征资本的多少。

北洋时期的政府预算编制有其特殊性和重
要意义。尽管在北洋政府存续的 16年间经立法
机关正式审议之后颁布的政府预算只有一部，

但这一时期仍然对总结政府预算编制的影响因
素具有指导意义。首先，国家拥有稳定的宏观环
境是进行一系列活动———包括政府预算编制的
重要前提。 稳定意味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
会因国家制度、权力争夺等因素爆发冲突，中央
与地方对国家政体和权力归属有着根本共识。
其次， 法律制度完善是进行政府预算编制的重
要保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完善能
有效限制国会、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
配，保证三者各司其职，使政府预算编制得以有
效进行， 政府预算最终经过审议付诸实施。 再
次，地方政府应配合实施中央政府下达的指令。
地方政府概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预
算的时效性要求预算编制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参
与者之间的相互配合， 地方政府及时呈报概算
数有助于及时完成预算编制。最后，预算编制的
整体流程需要合理设计和优化。 政府预算编制
的起讫日期以会计年度为准， 国会在审议过程
中可以增加审议人数、完善审议制度，同时还需
保证会期时长足够完成审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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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 budge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country.� Since�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our� government� budget� system� began� to� transition� to� the�
western� modern� budget� system.� The� Beiyang� Period� not� only� inherited� the� financial� budget� reform�
carried� ou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but� also� had� the� courage� to� carry� ou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under� spe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refore，the� financial� budget� and� final� accounts� system� established�
by� the� Beiyang� government� lai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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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budge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Beiyang� governmen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Council，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budget� prepara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budget� preparation� and� delibe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
participant� interaction，and� provides� a� new�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government� budgeting,�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budgeting，but� also�
promotes� the� research� of� government� budgeting� to� the� field� of� sociology.� This� paper� proposes�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participants� in� the� field�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government� budg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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